13、山东

    济南府境地域广阔，包括济南市、历城、长清、淄博、章丘、淄川、张店区、德州市、德县、德平、临邑、济阳、齐河、禹城、恒台、平原、邹平、齐东。济南府的政区与人口数据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如长清县1953年人口普查数为517725人，1964年人口普查数为380128人。人口大量减少，极不正常。《长清县志》记载1953年为180个乡，却只有315151人。
1950年以后，长清县的境域只有些许变动。从1953年底至1964年底，长清县人口从31.5万增至38.6万，是合理的。1954年长清县人口增长率为13.4‰，据此可推1953年年中长清县约有313053人。由此可见，195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长清县人口普查数据有误。附表1据此修正。

除此之外，济南府境还有若干区划方面的变更影响到人口数据。这一区域主要集中于陵县、德县、德州市和德平县一带。1952年撤消陵县，其行政区域分别并入临邑县和德县。德县县治从德州市迁出，定于陵县县城。1956年，撤消德平县，其行政区域分别并入德县、临邑、商河、乐陵4个县。商河、乐陵位于武定府境，不属济南府辖。1958年，撤消德县，其行政区域分别并入平原县和德州市。1961年恢复陵县，以原陵县并入临邑、德县两县的行政区域为其行政区域。陵县的撤消与恢复，均与其他府境无关。只有德平县部分区域划入武定府境，才真正值得讨论。

《商河县志》称，1956年3月德平县撤消，其所属怀仁区37个村与奎台区南部39个村划入商河县。《临邑县志》称，1956年德平县有11乡划入，至1959年，临邑县有56村划归商河。
从临邑县划入人口一事没有得到《商河县志》的确认，这56村可能是由德平划入临邑，再由临邑划归商河的。《商河县志》所载1953年年底人口为411029，人口普查数为377393，据此推测从德平划入商河县的人口大约3万人，如果划入乐陵县的人口也是同样多的话，从济南府划入武定府的人口合计为6万人。附表1据此修正。

1964年的淄博市人口中，包括了地处济南府的张店区、周村区、淄川区和地处青州府的博山区。兹按照1960年各县区人口比例分配1964年的县区人口。这样处理以后，博山县1953-1964年人口增长速度太高，兹根据临淄县同期人口增长速度修正。详见附表1。  

另外，1958年撤消齐东县，其行政区域并入邹平、博兴两县，邹平属于济南府，博兴本属于青州府。不过，此时的博兴并不完全是青州府辖之博兴。1956年将高青县并入齐东县，齐东并入博兴，不妨看作原来高青县的部分地区回归青州。所以，这一政区变动不予考虑。

1953-1964年济南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3‰，1964-1982年为17.9‰。如果此数据为实，大饥荒期间，济南府的人口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在已查阅的11部市县区志中，各地均有规模性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作为省会的济南市亦不能例外，故断定境内各市县均为灾区。

除上述几县外，1953年以后，济南府境内各县的疆域变动十分频繁、复杂。例如，灾前、灾后德州市的人口迁入大大多于迁出，且1958年因增设郊区，人口猛增，其数据无法应用。1958年济阳、临邑两县合并，1961年又分县，临邑县人口数据的大起大落，与此有关。长清县1956年将所属黄河以西部分划归齐河县，使得是年统计人口略少于1955年。邹平县1953年年底人口数为155125，1956年长山县并入后，人口增至406063，附表2将1953年邹平、长山两县人口普查数合并，以保证计算单位的前后一致。1958年，齐东县的6个公社并入邹平县境，邹平县也有4个公社划入淄博，至1961年置高青县，县境内划出3个公社。在章丘县，从1954年至1958年，大片政区划归历城。这些政区变动都是在济南府境内进行的，可以不加讨论。济阳、禹城、平原三县也存在政区的变动，但三县县志的人口统计经过标准化处理，庶几可用。
在长清县，1953-1955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0‰，1956-1957年为20.4‰。在临邑县和邹平县（含长山县），1955-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5‰和20.9‰。合而计之，四县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2‰。
济阳、禹城、平原三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8.2‰。
七县平均为20.1‰，较同期全省22.1‰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略低。
不过，济南市、德州市和淄博市的一部分（张店区和周村区）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5.2‰
。加权平均，济南府境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

比较而言，灾后政区的变动要比灾前小得多。长清等七县合计，1962-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8‰，1964-1982年为15.9‰。两个时期全省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5‰和16.3‰，长清等七县人口增长速度与全省人口增长速度基本一致。不过，灾后两年济南市、德州市和淄博市部分地区合计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2.5‰，加权平均，济南府境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2‰，以此测算济南府的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的五年中，济南府境人口净减少人口1万。七县合计，五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40个千分点。济南市、德州市和淄博市合计，五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99个千分点，平均约53个千分点。如此，灾前人口还应增加35.1万。五年大饥荒中，济南府境共减少人口36.1万。 

临邑县1961年组织迁往苍山地区1万余人，1959-1961年，流入东三省约2万余人。如果将“流入”理解为自行迁移的话，全县合计净迁出人口约4万人。济阳县五年净迁出人口2.8万。平原县1959-1962年净迁入人口0.5万，根据历年人口数和人口自然增减数，推测1958年净迁出人口约1.6万，五年合计净迁出人口1.1万。其他各县县志均未记载人口迁移情况，也据历年人口数和人口自然增减数，推测长清县约有0.4万人口净迁入，章丘县有0.4万人口净迁出。邹平县的迁入与迁出人口基本持平。禹城县1959-1961年净迁出人口略为0.7万，因1958年人口与1957年人口持平，所以，既使有人口外迁，迁出人口也不会很多。八县合计，五年间的净迁出人口约为8.4万。推及全府各县（不包括三市），净迁出人口大约15.6万余。

1958-1959年1961-1962年，德州市净迁入人口1.2万。1960年也可能有人口迁入，但数据不详。根据历年人口和人口自然增减数，可知1958-1962年的五年中，济南市净迁入人口多达11万，张店区净迁入1.1万，周村区净迁入0.4万。三市（四地）合计净迁入人口约14万余。也就是说，大饥荒的五年中，济南府境内各县的外迁人口，几乎全部迁入了德州、济南和淄博三市。既使真的有迁往东北及其他地区的移民，但也有从外地迁入的移民。人口的迁入与迁出大部分抵消，净迁出人口只有1.6万。

合而计之，济南府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4.5万。对于济南府的18个灾区市县而言，每市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9万。分县而论，在已经查阅的11个市县区中，根据市县区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临邑县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5万人。只不过，这时的临邑县包括了合并其中的济阳县。邹平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1万，章丘县约2.5万，平原县约1.9万，禹城县1.6万，周村区和张店区合计约0.9万，济南市约0.8万，德州市约0.6万，长清县约0.2万。合计16.6万。依此口径，济南府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在30万左右。上文的算法基本正确。

武定府位于济南府之北，地处黄河出海口，包括利津、垦利、无棣、商河、乐陵、滨县、蒲台、阳信、惠民、沾化、高青县的一部分。1953-1964年武定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7‰。据此判断，当地饥荒程度要比济南府境严重得多。在已经查阅的七部地方志中，垦利县的情况需要略加说明。1954年至1955年，垦利县人口增长率高达77.4‰，其原因为“县政府颁布鼓励逃荒户定居垦殖的政策，外地灾民纷纷迁入县域定居垦荒”。1959年垦利县与渤海农垦局合署办公，沾化县和广饶县分别有大量人口划入，1961年，划入人口的大部分划出。不过，《垦利县志》所载人口是按照县志修撰时期的区划统计的，人口的划入与划出没有在数据中反映出来。
七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3‰
，与同期全省人口增长速度相同，正常。

在灾后各县的人口增长中，垦利县表现得尤为突出。1961年，垦利县人口增加1.1万，增长率为85.1‰，也应当是外来灾民大量迁入的结果。不仅垦利，同一年，利津县也有12.9‰的人口增长率。不过，其他县人口或低增长，或减少，合计人口平均增长率只有4.4‰。1962年和1963年，滨县、垦利、惠民、无棣四县人口开始增长，商河、利津、阳信三县人口却在减少。六县合计，人口略有增加。1963年利津县人口减少了0.9万是影响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利津县志》称，1962年全县外流人口为3973人，1963年陆续返回。1963年是个外流人口回迁的年份，人口减少的原因不详。无论如何，从武定府属七县情况看，直到1962年，武定府境内各县仍在饥馑的阴影之中，1964年才开始了人口的正常发展。从1962年至1964年，七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3‰，大大低于全省同期的人口增长水平。

合而计之，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武定府境净减少人口31.2万。除利津、无棣两县外，其余五县1958-1962年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6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4.7万，合计减少人口35.9万。

关于人口外迁，上引《利津县志》称1962年全县外流人口为3973人，1963年陆续返回。高青县1959-1961年外流2666人，劝归1623人。以每县净迁出0.2万人计，武定府境净迁出人口约为2万。武定府境地处黄河三角洲地区，人少地多，人口净迁出较少。据此推测武定府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4万。

青州府境包括博山、临淄、益都、诸城、安丘、寿光、羊角沟、临朐、昌乐、广饶、博兴、藏马、五莲部分和高青部分，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1964-1982年为11.6‰。从两个时段的人口增长速度看，似乎不存在规模性的人口死亡。然而，据益都（青州）、诸城、五莲、广饶、临淄五市县志所载数据
，大饥荒期间，各县均有不同规模的人口死亡，推测青州府境各市县情况与此相同。

1955年广饶县人口增加了14万余，原因不明。1956年利津、垦利六个区划入，但人口数据却正常。1958年博兴县的4个公社划入，同年又有2个公社划出，人口划入多于划出，致使当年人口增长率高达86.5‰。鉴于此，广饶县人口数据不可用。另外，五莲县的历年人口中无1953年数，兹据人口普查数补入。五莲县历年人口数为年平均数，正好与人口普查数匹配。不过，1956年五莲县人口减少1.3万，除了其中有2300人迁往黑龙江外，其他的人口减少疑为政区变动所致。诸城县1958年人口死亡率高达18.8‰，灾前时间应定在1957年。1958年临淄县并入益都县（青州市），使得益都县人口增加25.3万。1958年益都县人口数据不能用。

从1953-1955年，五莲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5‰；从1953年至1957年，诸城、益都、临淄三县合计，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9‰。略高于全省同期人口增长速度，但可接受。五县合计，1962-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

以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青州府境人口净减少14.3万。三年大饥荒中，益都、诸城和五莲三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6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31.9万。青州府境人口共减少46.2万。大饥荒年代，青州府境人口大量外流。在益都县，1959-1960年的外迁人口约为2.9万。其他三年人口外迁情况不详，五年中的迁入人口情况亦不详。在诸城县，1958-1962年人口净迁出4.5万，临淄县1.3万。在五莲县，约有1万人迁往福建和吉林。五莲县以其二分之一计，3.5县合计外迁人口可能达到10万。以此3.5县人口占全府总人口的比例计算，青州府境的净迁出人口约为31.1万。据此，青州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5.1万。

依《青州市志》、《诸城市志》、《五莲县志》、《临淄区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三年大饥荒中，四县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达到4.1万。五莲县以半数计，3.5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万。以此推论，青州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2.4万。这一估计可能偏低，例如，在广饶县，虽然历年的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记载不详，但是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可知当地遭遇了罕见的大饥荒。五年中，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0.97‰、-21.9‰、-19.8‰、-36.3‰和-8.1‰。作为比较，益都县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万，死亡率为33.5‰，而其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只有-17.1‰。广饶县的饥荒程度要比益都县严重得多。也就是说，青州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要多于12.4万。这样，两种估计的结果大体吻合。

莱州府境包括青岛市、胶县、即墨、即东、平度、蓼兰、胶南、潍坊市、潍县、昌邑、昌南、高密、掖县和掖南，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7‰，1964-1982年为14.4‰。根据莱州市（掖县和掖南县）、昌邑、胶南、高密、即墨、潍城区六市区县志所载数据
，各市县均有规模不等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推测莱州府境各县情况大体相同。只是潍城区人口统计的区域并不统一，无法用于计算。

分县而论，1956-1957年莱州市人口减少，主要是因为两年间净迁出人口甚多。1957年莱州市自然增长人口与净迁出人口基本持平，然是年年底人口较上年减少0.9万，不知何因。1958年自然增长人口加上净迁入人口，合计增加人口1.7万，然而，是年年底较上年仅增加人口0.6万。莱州市灾前两年的人口数据有人为缩小的迹象。1956年昌邑县人口减少，与人口外迁无关，原因不明。胶南县1957年人口增长速度突然降低，而在高密县，1957年人口增长率竟然高达95.6‰。五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8‰。而胶南、即墨、高密三县1958年人口死亡率已经出现异常，因此，将莱州府境灾前时间定于1957年年底。另外，灾后三年五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3‰。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莱州府境人口净减少27.7万。大饥荒四年中，五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8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7.9万。合计减少人口45.6万。三年中，莱州市和昌邑县合计净迁出人口约3.6万。根据历年人口数、自然增减人口推算，胶南县约有1.3万人口外迁，即墨县有8.1万人口外迁。《即墨县志》称，三年困难时期，77900人外流至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本文计算包括1958年，是年净迁出人口0.3万。此说与数据分析一致。只有高密县的数据有些异常，按照同一方法计算，四年中高密县净迁出人口7.4万，若1958年不计，则为6万。然而，《高密县志》称1959-1961年迁出只有3692人，923户，根本不存在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由此可知大饥荒中的死亡人口有严重隐瞒。四年中五县合计净迁出人口13.4万，以此推测，莱州府境净迁出人口可能多达29.2万。如此，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6.4万。

根据《莱州市志》、《昌邑县志》和《胶南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三年大饥荒中，三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5万。从1957年底至1960年底，高密县净减少人口多达8万。如果按县志所说，净迁出人口只有3692人，高密县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将十分惊人。从这一角度看，本节对于莱州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测算是正确的。

登州府境包括烟台市、福山、莱阳、莱西、蓬莱、招远、栖霞、海阳、牟平、昆仑、长岛、威海市、文登、荣成、石岛、乳山和黄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3.8‰，1964-1982年为13.2‰，两个时段人口增长速度大体一致。然而，就所查阅的招远、乳山、蓬莱、龙口（黄县）、文登、牟平六种市县志所载数据看，大饥荒期间，均存在规模不等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只是与莱州府比较，人口死亡规模要小一些。

1953-1958年，招远等六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4‰。
又查得《烟台市志》，其行政区域与登州府境完全重合。登州府境三面临海，几乎不存在与其他地区交换境域的可能。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5.3‰
，略高于上述六县。这主要是由于烟台市区和威海市区的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市区所致。从1953年至1958年，两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7.3‰。

登州府境的灾前人口增长速度不快，主要是当地大批人口外迁所致。依《烟台市志》所载，1953-1957年，登州府境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21‰-24.54‰之间，1958年降至17.54‰。从1952年至1960年，政府先后十次动员18万多名青壮年迁至新疆、黑龙江、辽宁和福建，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因此而大大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率。

正因为《烟台市志》所辖区域与登州府境完全相同，所以，根据其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以求出登州府境历年非正常死亡人口。1959-1961年，登州府境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6.24‰、17‰和21.14‰，1957年和1963年人口死亡率为12.4‰，由此估计，三年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0万。

沂州府境辖地广阔，包括苍山、沂源、临沂、郯城、蒙阴、莒县、临沐、沂南、沂水
莒南、日照、平邑、费县和五莲县部分。1953-1964年沂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7‰，1964-1982年为17.8‰。在查阅的苍山、莒南、沂水、平邑、费县、日照六市县志中
，苍山县没有规模性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其余各县人口死亡的规模或大或小，平邑县只有1959年人口死亡较多，其他年份正常。沂南、沂源两县缺乏记载，无法确定灾情。根据各市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计算，上述五市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为4万。

兖州府境地域广阔，包括枣庄市、滕县、曲阜、滋阳、邹县、汶上、泗水、宁阳、阳谷、梁山、寿张、微山县部分和凫山县部分。1953-1964年兖州府境人口平均增长率为17.4‰，1964-1982年为18.9‰。查兖州、梁山、宁阳、汶上、微山、枣庄六市县志，知大饥荒主要发生在1958-1960年，且各县皆有规模性的人口死亡。

分县而论，1956年和1957年宁阳县人口变动较大，是因为1956年撤徂阳县，该县有30个乡划归宁阳。1957年，宁阳县有10个划归新泰。政区划入与划出相抵，宁阳县净增20个乡。不过，1955年底宁阳县人口为34万，1957年底为39.8万，两年中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4.2‰。如果按该县1953-1955年31.7‰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计算，宁阳县的划入人口多达3.8万。附表1数据据此修正。梁山县1955年人口较上年减少2万，原因不详。

滋阳县（兖州市）、梁山、微山、汶上四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6‰；枣庄市包括滕县、峄县、薛城区和台儿庄区，实际上就是清代滕县和峄县之辖区。在1950年代，枣庄因煤矿和钢铁工业得以迅速发展，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8.8‰。
加权平均，兖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1‰。1960-1964年，滋阳、宁阳、梁山、微山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4‰。汶上县1961年底至1964年中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7.8‰。枣庄市只有23.5‰。加权平均，灾后四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9‰。以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0年底，兖州府境净减少人口为6.3万。除梁山县外，其他五县市合计，三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7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3.8万。兖州府境全部减少人口约20.1万。在兖州府境，人口的迁移并不多，无论是迁入还是迁出。如微山县，虽然没有人口迁移的记载，根据县志所载进行计算，该县历年自然增长人口，即是该县增长之人口。宁阳、滋阳两县的情况与此相似，尽管滋阳县在1960年有0.5万人口迁往辽宁，但并不意味着人口的迁出多于迁入。即使在枣庄市，1958年净迁入3万人口，次年出现同样多的净迁出。只有1960年才有0.6万人口的净迁出。扣除净迁出人口，兖州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9.5万。

汶上县的人口变动仍值得讨论。1957年人口为414147，1961年为381776，四年中净减少人口32371。然而，1958-1960年死亡人口分别为20945、18185和37203，合计死亡人口共76333人，除去正常死亡的1.5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约6.1万。比较而言，历年人口数中隐瞒了死亡人口数。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饥荒中有大量人口向兖州境内迁移。另外，根据《枣庄市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1959-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9万。微山的一半和滋阳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1万。汶上、滕县、峄县、微山的一半和滋阳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0万人。兖州府境共有13县，估计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0万。两种估计，结果相近。

枣庄市人口仍有不甚清晰之处。《枣庄市志》记载，1958年开挖露天煤矿，筹建峰山钢铁厂，从上海和本省的荷泽、济宁等地区先后调入干部、职工和民工14.7万余人……1959年末，大部分返回原地，留枣入籍者有5万人左右。然而，1958年仅较1957年增加5.2万人口，其中有2万人口属自然增长，外地迁入人口只有3万余人。文字表达与数据上的差距甚大，原因不详。

济宁州境包括济宁、鱼台、金乡、嘉祥、微山县部分和凫山县部分；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9.6‰，可知当地人口损失甚多。根据嘉祥、金乡两县县志，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1‰。
两县人口增长速度不快，是因为灾前有人口大量外迁。如金乡县1956年外迁人口1700，1957年净迁出人口多达1.8万。另外，两县1962年和1963年人口均超过1964年，可能浮夸。如在金乡县，根据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计算所得灾后四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9.2‰、29.1‰、35.5‰、22‰，而根据人口统计数计算所得四年人口增长率则为36.9‰、61.4‰、3.8‰和-21.9‰。两套数据完全不能匹配。1962年人口增长率高达61.4‰，也不合情理。1960-1964年，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8‰，则是合理的。

从1957年底至1960年底，济宁州境净减少人口13.7万。三年大饥荒中，金乡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5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6万。全州人口合计减少16.3万。《金乡县志》记载1959年赴东北支边2255人，其他两年情况不详。上文已述，1957年金乡县的净迁出人口1.8万，估计1958-1960年的净迁出人口仍有一定规模。根据《金乡县志》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可知1958-1960年净迁出人口约为3.5万。从1957年底至1960年底，金乡、嘉祥两县人口减少幅度相当，两县净迁出人口约为8.1万。济宁州南部的微山县等地基本上没有人口外迁。由此推测济宁州境的净迁出人口大约13.3万。济宁州境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有3万左右。

曹州府境包括单县、鄄县、荷泽、曹县、复程、定陶、成武、巨野、郓城、范县、台前、濮县和观朝，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5‰，也是大量人口外移的结果。《荷泽地区志》所载市县包括荷泽市、定陶县、曹县、成武县、单县、巨野县、郓城县、鄄城县、东明县和梁山县。除了东明县和梁山县不属清代曹州府外，其余八市县皆为曹州府境。以1990年代的政区为准，只有范县没有包括其中。因此，《荷泽地区志》所载人口基本反映了曹州府境的人口变动情况。
为了计算准确，将荷泽地区历年人口减去东明、梁山两县人口，所得即为除范县以外的曹州府境人口。

1953-1957年，荷泽、鄄城、巨野、成武、单县五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8‰，1960-1964年为25.9‰。
两个时期荷泽地区（不包括东明县和梁山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8.6‰和为20.5‰。两套数据中，灾前人口增长速度相似，灾后相差较多。细查之，单县1961年人口增长率高达108.5‰，鄄城县1961年和1962年人口增长率分别达到63.5‰和51.7‰，原因不详。另外，荷泽地区灾后四年人口增长速度较低，是因为荷泽地区1964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41‰。不过，该志没有记载具体的人口出生数和人口死亡数，不能确定-20.41‰究竟是人口自然增长率还是人口增长率。查《成武县志》，知1963年和1964年，净迁出人口分别为9519和8219，虽然迁出的人口相当多，却与两年自然增长的人口相等。然而，在成武县，1963年和1964年，人口持续下降，全县净减少人口多达1万人。由成武县人口减少之不成立，推测1964年荷泽地区-20.41‰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虚假的。本文依荷泽等五县数据确定灾后人口增速。

根据《荷泽市志》所载各项人口数据，三年大饥荒中，当地没有规模性的人口死亡。《荷泽市志·大事记》称，1959年1至5月，全县水肿病40679人，死亡42人，食品中毒1609人，3至4月份，非正常死亡84人。5月2日，马岭岗公社的白杨张、二郎庙两生产大队和三教堂管理区约6000人，抢劫国库粮4.25万斤。“县委采取果断措施后，事件即平息”。该县有如此众多的水肿病患者，粮荒已经发展到抢劫国家粮库的地步，非正常死亡人口不超过100人，令人难以相信。1959年荷泽县人口缺载，我相信不是没有数据，而是有意不载。若真有数据缺载，荷泽地区志的数据从何而来？鉴于此，本文并不将荷泽县排除在灾区之外。 

从1957年底至1960年底，曹州府境人口净减少78.5万。依成武县例，1958-1960年间人口出生率与人口正常死亡率相等。所以，净减少人口也就是全部减少人口。根据《成武县志》所载历年人口与自然增长人口计算，三年大饥荒中，全县大约净迁出6.9万人口。《荷泽地区志》称，1955-1961年荷泽地区向黑龙江、吉林、内蒙、青海和山东垦利、沾化、利津等地移民43万人。不过，这里所称的“移民”似乎是政府组织的移民，自发的人口外流未被包括。成武县的净迁出人口是根据历年人口数和自然增减数计算所得，与《荷泽地区志》所称不是一个口径。

从1957年到1960年，成武县人口减少了21.2%，荷泽地区人口减少了12.3%。以成武县净迁出人口作为曹州府境各市县的平均值，曹州府境的净迁出人口多达近90万。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荷泽地区的人口减少幅度只有成武县的58%，据此推测，曹州府境的净迁出人口只有52万。也就是说，曹州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6.5万。以合并过的县计算，每县平均死亡人口接近2.6万。1959年和1960年，成武县非正常死亡人口接近2万，低于府境内各市县之平均值。不过，由于灾后成武县人口数据高估，也不排除大饥荒中，成武县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

泰安府境居于山东省之中部，包括平阴、东平、新泰、徂阳、肥城、新汶、泰安、莱芜和东阿。1953-1964年泰安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5‰，1964-1982年为16.3‰。在已阅读的六部市县志中
，平阴县无规模性的人口死亡。该县1959和1960年的人口减少，与人口的迁出有关。东平县的情况与平阴相似，新泰县仅1960年人口略有减少，估计原因相同。

虽然东阿县1958-1961年的数据全缺，但是，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全县人口从32.7万降至29.9万，相信1960年谷底时的人口更少。1964年东阿县人口28.3万，少于1962年，且1964年人口净迁出只有600余人，故可认定1962年人口已经高估，而1960年的人口理应更少。

在泰安县，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记载，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万，莱芜县约为0.7万。东阿县非正常死亡人口以1万计，三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万。

东昌府境有聊城、堂邑、莘县、茌平、博平、冠县、高唐、馆陶、清平和恩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3.4‰，1964-1982年为13.5‰。据此判断，即使存在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其规模必定较小。茌平、莘县两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8‰。因政区变动，聊城县1953-1954年数据不可用，1955-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3‰
。三县平均约为21.5‰。1960-1964年，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4‰。
灾后四年的人口增长速度过低，原因在于1963年茌平县人口不明原因地减少。另外，从1960年至1962年，聊城市人口增速极低，也不正常。又有高唐县1962年人口多达31.5万，1964年只有29.5万。1964年高唐县的净迁出人口只有93人，大量人口去向不明，数据不真实。

《聊城地区志》所载区域包括临清、阳谷、东阿、范县、高唐、茌平、聊城、莘县、冠县。属于清代东昌府境辖县的，只有后五县。1952-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8‰，1960-1964年为23.2‰。
灾前人口增速略低于上述三县，灾后增速则较上述三县高得多。以此测算1960年底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东昌府境人口净减6.7万。茌平县、聊城县合计，四年中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6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6.7万。东昌府境的全部减少人口约为13.4万。茌平、聊城两县均未有人口迁移之记载，根据历年人口数及自然增减数，两县各有净迁出人口4.3万和1.2万。由此推测全府净迁出人口多达21.6万，显然是不真实的，如仅以聊城县净迁出人口为标准进行推算，府境内净迁出人口多达13.2万，已经接近全部减少人口。这一事实说明，两县大灾中的数据有假造。按照两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茌平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1.7万，聊城县约为0.9万。以此为标准，推测全府人口非正常死亡约12万。如果以聊城县的人口死亡水平作为茌平县以外东昌府各县的人口死亡水平，东昌府境各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8.4万。比较而言，后一数据相对合理。

临清州境包括临清市、临清、夏津、武城和邱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6‰，1964-1982年为8.7‰。两个时段的人口增长速度都很低，原因不明。1953-1957年，临清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0.4‰，临西县为25.2‰
，平均为27.3‰。两县合计，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灾后人口增速较低，是因为临清市1963年人口已经超过1964年，临西县1962年人口即已超过1964年。原因不明。以此测算临清州境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临清州净减少人口5.8万。以临清市为例，大饥荒中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4个千分点。临清市灾情不重，人口出生率较高，全府人口出生水平理应更低。例如，临西县三年人口平均出生率只有3.8‰。加权平均，临清州境大饥荒中的人口出生率仅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8个千分点。如此，临清州灾前人口还应增加0.7万。临清州的全部减少人口约为6.5万。四年大饥荒中，临清市净迁入人口约为1万，或许可与其他县的净迁出人口抵消。

表13  1958-1961年山东省非正常死亡人口
增长率：‰，人口：万，比例：%
	府  州
	灾区
县市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57年
人口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61年
人口
	死亡
人口
	1957年
全府州人口
	死亡人
口比例

	　
	
	1953-1964
	1953-1957
	
	1964-1982
	1960-1964
	
	
	
	

	济南府
	18.0
	13.0
	26.0
	663.1
	17.9
	19.2
	662.1
	34.5
	663.1
	5.2

	武定府
	10.5
	0.7
	21.2
	311.1
	21.8
	14.3
	279.4
	34.0
	311.1
	10.9

	青州府
	13.0
	11.0
	23.9
	521.8
	11.6
	28.0
	507.5
	15.1
	521.8
	2.9

	莱州府
	14.0
	10.7
	19.8
	651.7
	14.4
	29.3
	624.0
	16.4
	651.7
	2.5

	登州府
	17.0
	13.8
	15.3
	615.1
	13.2
	32.0
	600.6
	10.0
	615.1
	1.6

	沂州府
	5.5
	20.3
	23.9
	358.9
	17.8
	26.5
	344.8
	4.0
	632.6
	0.6

	兖州府
	13.0
	17.5
	24.1
	513.9
	18.9
	27.9
	507.6
	19.5
	513.9
	3.8

	济宁州
	5.0
	9.6
	19.1
	180.9
	17.8
	28.8
	167.2
	3.0
	180.9
	1.7

	曹州府
	13.0
	0.5
	18.6
	510.8
	19.5
	25.9
	432.3
	26.5
	510.8
	5.2

	泰安府
	3.0
	15.0
	21.8
	165.6
	16.3
	25.6
	384.2
	2.7
	391.2
	0.7

	东昌府
	10.0
	13.4
	20.8
	260.6
	13.5
	23.2
	253.9
	8.4
	260.6
	3.2

	临清州
	5.0
	7.6
	27.3
	90.7
	8.7
	11.0
	84.9
	6.5
	90.7
	7.2

	合计
	127.0
	
	21.3
	4844.2
	
	25.9
	4848.5
	180.6
	5343.5
	3.4


说明：1、沂州府包括沂水、莒南、日照、平邑、费县、五邑部分；泰安府包括泰安、莱芜、东阿；其他各府州皆包括所属全部。

      2、济南府、武定府、青州府的大饥荒主要发生于1958-1962年，登州府和泰安府主要发生于1959-1961年，沂州府主要发生于1959-1960年，兖州府、济宁州、曹州府主要发生于1958-1960年，莱州府、东昌府、临清州主要发生于1958-1961年。

     据表13，人口死亡最严重的地区是武定府、临清州和济南府。武定府地处黄河出海口，土地广阔，人少地多；济南府临近山东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仅据武定府和济南府的情形可知，山东的大饥荒，主要是人祸，不是天灾。

按照《中国人口·山东分册》提供的历年人口总数和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1958-1961年山东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130万人，与表13所揭180.6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差颇大。根据《中国人口·山东分册》所载历年人口，1960-1964年山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6‰，1961-1964年为21.1‰。在表13中，除了武定府灾后人口增长速度较低外，其他各府均高于甚至大大高于20‰，平均达到25.9‰。根据同样的资料和方法，1953-1957年，山东全省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1‰，表13则为21.3‰。也就是说，表13根据几十种市县志得出的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较《中国人口·山东分册》所载高得多。由于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是不变的，因此，表13中大饥荒三年中的人口数明显要比《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的数据少得多。《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的全省人口应该是建立在分县人口的基础之上，可是，从目前的分析来看，《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有关大饥荒时期的人口数据是低估的。

最大的问题出在1964年。按照《中国人口·山东分册》所载，1961-1964年的历年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4.8‰、30.6‰、29.3‰和3.8‰。如上文所述，1961年有些地区仍处于饥荒当中，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仍在发生，是年人口增长率不高。1962年和1963年人口进入恢复期，人口增长率迅速提高，数据是合理的。只是1964年人口增长率只有3.8‰，而是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4.84‰，净迁出人口多达117.6万，相当罕见。

《中国人口·山东分册》讲到山东省境的人口外迁，其中，未有一词提及1964年。1960年山东省净迁出人口为163万，是山东人口外迁最多的年份，其中50万属于政府统一组织的移民，其他则为自发性移民。1960年是山东灾情最为严重的一年，人口的大量外迁是逃生行为。1964年的人口外迁，则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即不存在迫使山东人口如此大规模外流的条件。这一数据根本上就是杜撰的。

14、河北（直隶，含北京市和天津市）

    此处的河北，用的是今名，包括北京市和天津市，清代则名直隶。为了行文和认知的方便，不用直隶，而用河北。请读者鉴谅。

永平府境包括秦皇岛市、滦县、滦南、乐亭、迁安、迁西、青龙、昌黎、抚宁
、卢龙和临榆，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9‰，1964-1982年为14.2‰。两个时段的人口增速接近且较低。

在已经阅读过的八部县志中，抚宁县的记载不完整，排除不计。其他七县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5.6‰，1961-1964年为31.9‰。
灾前人口增速偏低，是因为滦南县人口不增反减，原因不详，不作修正。以此测算，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永平府境净减少人口7.3万。以乐亭、青龙、迁安、昌黎、卢龙和滦南六县合计，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3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0.4万，全府共减少人口17.7万。

永平府境的各县志均未记载人口迁移情况。根据历年人口总数及人口自然增减数，三年大饥荒中，乐亭县净迁出人口约1.1万，迁安县约0.7万，卢龙县约0.6万，滦南县约0.3万，昌黎县约2.2万，只有地处长城北部的青龙县，有0.4万的净迁入人口。六县合计净迁出人口4.5万。以此推测，永平府境内的净迁出人口约为9万。也就是说，三年大饥荒中，永平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8.7万。

1953年，永平府境内有11个县，在已查阅的8部市县志中，每县都有规模不等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根据各市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乐亭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5万，青龙县约0.4万，迁安县大约0.4万，昌黎县约0.4万，卢龙县约0.6万，滦南县约0.2万，抚宁县约0.9万。滦县记载不详。七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共3.4万，推及全府约为6万。虽较根据人口增长率所做估计略少，但仍可接受。取其折衷，永平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7.3万，此即上文所述净减少人口。

宣化府境位于北京市之西北部，包括张家口市、宣化市、宣化、万全、蔚县、阳原、怀来、延庆、涿鹿、怀安、赤城、龙关。1953-1964年宣化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9.5‰，1964-1982年为14.3‰。与永平府境比较，宣化府境的人口损失似乎要多一些。

在已经查阅的五种市县志中，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5‰。
这一人口增长速度偏高，原因是张家口市（含宣化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2.3‰。排除张家口市不计，其余四地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4.4‰。1958年四县人口中有三县减少，导致灾前人口增速极低。各县人口的减少与张家口市人口的增加存在相关性，即各县迁出人口主要迁入了张家口市。如在宣化县，灾前五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除1956年为8.3‰外，其余四年则为18.5‰-27.7‰不等。事实上，宣化县五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7.9‰。仔细分析，该县每年都有数千人口外迁。以上述四县人口增速作为张家口市以外各县人口增速的代表，宣化府灾前五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3.5‰，仍然较低。涿鹿县记载不全，1953年中至1957年底，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7‰。而在同一时期，宣化等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3‰。据此，将宣化府灾前人口增长速度定于15‰，可能是合适的。

从1961年至1964年，张家口市等六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7.9‰。其原因在于张家口市灾后人口的大幅减少。1962年，张家口市人口减少4万余，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4‰，其余4县则为18.4‰。加权平均，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3.5‰。据此计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宣化府人口净减少2.5万。三年大饥荒中，张家口市、宣化县、万全县和蔚县合计，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7个千分点。四县当中，张家口市的人口占其52%，而张家口市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多达48.7个千分点。如果将宣化、万全和蔚县三县作为除张家口市外各市县的代表，加权平均，三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9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6.7万，即大饥荒中的全部减少人口约为9.2万。

各市县志均没有关于人口迁移的记载。根据张家口、蔚县、宣化和万全四市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数据和自然增减人口，三年大饥荒中，共有1.5万净迁出人口，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多达3万。如此，宣化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6.2万。按照各市县志所载死亡率，可知各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张家口市有1.2万，万全县有0.3万，蔚县有1.6万，宣化县有0.7万，四市县合计有3.8万。推及全府，非正常死亡人口约有7.6万。两种计算，取其折中，宣化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7万。

《宣化县志·大事记》记载，1961年1月21日至1月23日，宣化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省委紧急通知。市委第二书记卢起在会上作报告，指出宣化城乡疾病死亡的严重情况，直到本月18日前尚未扭转，还有上升趋势。农村发病人数已达14570人，其中浮肿病者3753人，元旦以来18天，就有1073人死亡。1961年宣化县死亡人口5006人，人口死亡率23.6‰。次年人口死亡3174人，人口死亡率降至15.1‰，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大约2000人。也就是说，在1月下旬的三级干部会议召开之后不久，宣化农村的人口死亡得到有效的遏制。不过，计算中的难题是，1956年至1958年，宣化县人口死亡率已经高达20.2‰-25.6‰。大灾似乎在1956-1958年即已发生。1956年以前宣化县人口死亡率高达16‰左右，可能与当地流行的一系列地方病有关，如地方性甲状腺肿、布鲁氏菌病、氟中毒等。

遵化州境包括唐山市、丰润、丰南、遵化和玉田，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1964-1982年为14.6‰。据此数据，可以推测遵化州所经历的灾情并不严重，既使存在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但规模不会很大。

在已经查阅的四县县志中，只有丰润、丰南两县数据是完整的，遵化和玉田两县数据有缺。丰润县1958年人口大幅减少，可能是政区调整所致。以丰南县为例，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0.6‰。1953-1957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1‰。

唐山市是新兴的工业城市，在资料暂缺的情况下，假定其在三年大饥荒中免于灾荒，故排除不计。以丰润、丰南、遵化三县为例，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7‰。按照人口普查资料，排除唐山市后，其他四县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4‰。说明年度人口统计资料与普查资料是吻合的。1958年的各县的减少人口大多迁入唐山，应无疑问。这样，将丰润等四县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10.6‰，即丰南县的水平，是合适的。玉田县灾后数据有缺，其他三县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以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遵化州境四县人口净减少0.6万。大饥荒三年中，丰润、丰南两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3个千分点，推及四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5.5万，合计全部减少人口数约为6.1万。

按照各县县志所载人口总数及自然增减人口，大饥荒三年中，丰润、丰南和遵化三县的迁出人口与迁入人口相当。玉田县数据不详，却有如下说明：1957-1966年，迁入人口60756人，迁出人口69617，净迁出人口约0.9万。不过，1958-1960年，外流40069人。外流人口似乎不包括在迁出人口之中。否则，县志作者何以要在迁出人口之外，另列外流人口。正因为外流人口众多，1962年的玉田县人口尚不及1957年。从1953年至1964年，玉田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3‰，最低。如此，遵化州境四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2.1万人。

按照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丰润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9万，丰南县约0.3万，遵化县约0.8万。如此，玉田县约0.1万。玉田县人口死亡较少的秘密，就在于人口大量外流。两种估计结果一致。

顺天府境区域广大，包括北京市、良乡、通县、房山、大兴、昌平、顺义、平谷、怀柔、密云、宁河、蓟县、宝坻、廊坊、三河、固安、永清、香河、大城、文安、霸县、涿县和武清。1953-1964年，顺天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4‰，1964-1982年为12.7‰。境内人口的高增长主要是北京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所致，讨论中需要将北京市剔除不计。

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北京市辖区仅包括城区（包括由房山县和良乡县组成的周口店区和由大兴县改制的大兴区）、通县、顺义和昌平。1958年，河北省辖平谷、密云、怀柔及延庆县划入北京。除密云县外，北京其他市属县的资料阙如。在没有确切资料的情况下，假定北京市辖县没有饥荒，或饥荒规模甚小，密云县及其他河北省辖的13个县则为灾区。

有九种地方志中有相关的记载。
密云县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2万，大厂回族自治县1960-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1万。大厂县于1955年分三河、香河两县设立，1959年人口不足7万。《涿州志》只记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用人口出生率减人口自然增长率，得人口死亡率。1959-1961年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1.07‰、14.04‰和12.46‰，虽然较灾后7‰-10‰的人口死亡率为高，但较灾前12.73‰-19.85‰的人口死亡率要低许多。影响灾前的人口死亡率原因不详，只知1956年大水，全县83万余亩土地，有63万亩被淹，全县5.5万间民房倒塌，6600多户社员失掉住所。
《霸县志》的有关记载很不全面，1960年人口死亡率高达34.3‰，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0.7万。如果加上1959年和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1万人。另外，宝坻县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2万。《宝坻县志》记载的1953年人口为351570，超过1954年的331295，查人口普查数为337219，县志错而人口普查数对。附表2据人口普查数改。永清县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为182641，《永清县志》所载为192762，相差很大。《永清县志》所载1964年人口即普查人口，而其间除了1958-1961年永清县一度与霸县合并又恢复外，境域并无变动。根据《永清县志》，1953-195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4‰，1954-1955年为26.5‰，说明1953年统计数据是可靠的，人口普查数据是不可靠的。按照人口增长率推测，1953年年中，永清县人口约为19万。附表1据此修改。《密云县志》记载1953年人口数为228210，人口普查数据为223210，县志数据实为人口普查数据。另外，三河县1955年、1956年和1958年人口皆少于上年，原因不详。

涿州、密云、宝坻、蓟县、武清、永清、香河、三河八县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7‰。加上大厂县，1961-1964年九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1.2‰。宝坻、蓟县1962年人口增长率高达70‰左右，不像是正常的人口变动。排除不计，其余七县合计为26.4‰。
以此测算，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顺天府14县增加人口1.1万。按照密云、涿州和宝坻县的记载，三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7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5.3万，全部减少人口约为14.2万。

根据历年人口数和人口自然增减数分析，三年大饥荒中，大厂县净迁入人口约为0.3万，密云县净迁入0.4万，涿州净迁出人口为0.7万，宝坻县净迁出0.3万，香河县净迁出1万五县合计净迁出人口为1.3万。推及14县，净迁出人口大约4.5万。顺天府境14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7.7万。这一结果与上文逐县分析并不矛盾。

在宣化府长城以北地区，清代被称为口北三厅。辖境广阔，其中有相当大的区域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就目前查阅的三县县志看，不存在明显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例如，崇礼县1960年人口死亡率高达17.5‰，1961年只有11.1‰，依此计算，崇礼县1960年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只有500人。依本书体例，不予计算。

承德府也位于长城以北地区，境域广阔，包括承德市、阜新市、承德、围场、翁牛特、喀喇沁、巴林左、巴林右、库伦、奈曼、赤峰、宁城、敖汉、兴隆、平泉、滦平、丰宁、隆化、朝阳、建平、凌源、喀左、北票、林西、建昌、阜新和乌丹。在这广阔的区域中，1953年部分属于河北，部分属于内蒙，部分属于辽宁。

1953-1964年，承德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9.4‰，1964-1982年为19.4‰。据此可知，承德府境即使存在灾情，灾情也不会很严重。目前所能阅读的10种市县志包括承德、滦平、宽城、平泉、丰宁、凌源、建昌、建平、阜新和赤峰。
赤峰市除了市区外，还包括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翁牛特旗、喀喇沁旗、敖汉旗和宁城县。根据《赤峰市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赤峰市没有经历大饥荒。

承德、滦平两县数据不全，丰宁的历年人口数缺。分县而论，1959-1961年平泉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4万，丰宁约0.1万，宽城县约0.2万，凌源县1.1万，建昌县0.7万，建平县0.5万。阜新县只有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是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2万，三年估计为0.4万。七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3.4万。平均每县非正常死亡人口0.4万-0.5万。

以平均每县0.4万非正常死亡人口计，滦平、兴隆、隆化、朝阳、喀左、北票、林西、乌丹八县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有3万人。承德府灾区主要集中于承德府之南部地区，是漫长的农牧交错带中以农耕为主的区域。由此推测，承德府南境的滦平等上述八县与宽城、平泉、丰宁、建平、凌源、建昌、阜新市、阜新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6.4万。

易州境内三县，易县和涞水位于长城之内，涞源位于长城之外。涞源县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1万，易县历年人口呈增长状，似乎没有经历过饥荒。

天津府境包括天津市、汉沽市、黄骅市、静海、沧县、青县、庆云、南皮和盐山。在已阅读的天津府15部区县志中，有7部是天津市区志。
由于政区方面的原因，将天津市、汉沽市和静海县合并讨论。1953-1964年，天津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5.5‰，天津府其他六县只有8.5‰，1964-1982年为14.8‰。六县人口死亡有一定的规模。

按照人口增长速度分析法确定天津府境灾前、灾后人口的最大障碍，在于天津府境内各县的政区变动不居，人口变动忽高忽低，毫无规律可言。因此，本节根据各区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知1959-1961年，天津市塘沽区、汉沽区和红桥区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5万。静海县约0.6万，沧县约0.3万，南皮县约0.5万，青县、黄骅两县各0.4万，盐山县0.2万，六县合计2.4万。《庆云县志》无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之记载，三年大饥荒期间，庆云县人口一直呈增长状，只是人口增长速度较低而已，与邻县的人口下降有所不同。据此推测，庆云县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少，以0.1万计，加上塘沽、汉沽和红桥三区，天津府境内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万。

保定府境包括保定市、高阳、清苑、满城、完县、唐县、望都、雄县、容城、新城、束鹿（辛集）、安新、徐水、定兴、博野、安国和蠡县。在保定府境内的17个市县中，已经查阅了其中14部县志。
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保定府境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甚少。如安新县大约0.2万，望都县约0.1万，高阳县几无非正常人口死亡，容城县约0.2万，安国县约0.2万，唐县0.3万，辛集（束鹿）县0.6万，七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1.6万人。高阳不计，灾区县平均每县死亡0.27万。也就是说，保定府境内的15个灾区县，约有4万非正常死亡人口。

正定府是河北省会石家庄市所在地，包括石家庄市、井陉、正定、栾城、建屏、灵寿、晋县、阜平、赞皇、平山、蒿城、新乐、行唐、无极、获鹿和元氏。1953-1964年正定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0.8‰，1964-1982年为17.4‰。在已经阅读的十种县志中
，只有五部县志显示当地的人口死亡有一定的规模。如行唐、无极、获鹿、新乐、元氏五县，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各约0.2万，藁城县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5万。阜平、晋县、平山、赞皇四县大饥荒期间的人口死亡率偏高，但各县非正常死亡数均不足0.1万，略而不计。

《赞皇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当地许多人出现因营养不良引起的水肿，大部分妇女因缺乏营养而闭经。大批外地（主要是赵县、宁晋、柏乡等地）的妇女涌入赞皇山区成婚，以图避脱困境。确实，赞皇县没有出现规模性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赵州则可能是一个重灾区。

赵州境辖赵县、宁晋、高邑、柏乡、隆尧和临城，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2‰，1964-1982年为16.8‰。在已经查阅的赵县、隆尧、高邑、柏乡、临城五种县志中，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5‰。临城县无1961年人口，其他四县1961-1964年仅为13.4‰。
灾后人口增长速度偏低，是因为受到1963年和1964年华北大水灾的影响。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赵州人口净减少1.5万。赵县、柏乡、高邑三县合计，1959-1961年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仅6个千分点，推及全州，灾前人口还应增加0.7万。赵州境内合计减少人口约2.2万。

《赵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1-4月中旬，赵县外流乞讨谋生者多达1.5万，发病者近2万，非正常死亡1506人。在具体的统计中，1959年赵县自然增长400人，人口总数增长1600人；1960年人口自然减少5400人，人口总数仅减少3600人；1961年自然减少2500人，人口总数却增加1400人。也就是说，三年中赵县人口不仅没有外迁，净迁入多达近7000人。按照同样的分析方法，高邑县净迁入人口1700人，柏乡县净迁出人口200人。三县合计，净迁入人口0.8万。假定其他三县人口的迁入与迁出相等，赵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万人。

冀州辖境包括枣强、武邑、衡水、冀县、南宫和新河，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8‰，1964-1982年为13.4‰。以武邑、枣强两县计，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7.6‰，1961-1964年只有3.4‰。

《枣强县志》中的有关数据相当完备，可以用作进一步分析。从1953年至1958年，枣强县历年人口增长率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为严重的是，1958年自然增长人口尚有0.4万，而总人口减少1.1万，净迁出人口多达1.5万。《枣强县志》的解释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有许多青壮年随着大跃进洪流外出从工。人口的大量外迁导致灾前人口的低增长。不过，武邑县的人口外迁要较枣强县少得多，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3‰。在新河县，1952-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2‰
，与武邑县几乎相同。在南宫县，《南宫县志》没有列出历年人口数据，却称1949-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9.7‰。
加权平均，冀州境内各县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3.8‰。

在枣强县，1959-1961年人口的迁入略多于迁出。枣强和武邑两县1962年和1963年人口大大超过1964年，武邑县数据也是如此。在与武邑相邻的深州武强县，《武强县志·大事记》称，1964年2月，全县发生浮肿病、儿童营养不良、流感等疾病，患者达44015人。
导致疾病流行的原因在于1963年的大水灾。枣强、武邑两县灾后人口的低增长，也与此次大水灾有关。例如，武邑县1963年8月1日至9日，降水量多达400毫米。8月9日下午衡水县扒石—德铁路泄洪，洪峰3尺直泄武邑，最高水位时平地水深3-5米……全县耕地被淹，倒塌房屋12万多间，淹死42人。
新河县1962-1965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3.2‰，1962年底至1964年中为13.4‰。已知1962年新河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假定是年人口增长率即此，可知1961年底至1964年中新河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9‰。以枣强、武邑和衡水三县当作重灾区，新河等三县当作轻灾区，加权平均，灾后三年冀州的人口增长速度约为6.3‰。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冀州境内人口净减少3.7万。依《枣强县志》所载，三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6万，全部减少人口约为5.3万。

《枣强县志》记载1959年和1960年枣强县人口的净迁出大约有0.8万，只是由于1961年有0.9万人口的净迁入，使得三年中的人口迁入稍多于迁出。如果认为冀州境内的人口迁入与迁出基本相等，境内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不过，根据《枣强县志》，三年大饥荒中枣强县人口非正常死亡0.6万，由此推测州境内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大约3万—4万。

深州辖深县、武强、饶阳和安平四县。有幸获读所有县志，只有深县发现有0.3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饶阳、安平两县人口变动基本正常。武强县无具体的人口数据记载。

定州包括定县、曲阳和深泽三县。在三县县志中，只有深泽县有不完整的历年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之记载。1960年，深泽县人口死亡率为11.2‰，较1958年的5.5‰和1962年的7.3‰为高，人口死亡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4.8个千分点，当年深泽县人口只有14.3万
，非正常死亡人口不足700人。如果假定定州的其他两县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与深泽县相同，定县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3万，曲阳县约0.1万。

河间府境包括献县、河间、建国、景县、故城、吴桥、肃宁、任丘、宁津、交河、泊头市、东光和阜城。1953-1964年，河间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1964-1982年为17‰。查献县、河间、景县、故城、吴桥五县县志，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均有一定规模，推测河间府属各县皆为灾区。五县合计，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4‰，1961-1964年为3.6‰。
灾后三年人口增速极低，在于这五个县1962年或1963年的人口都超过了1964年。此与1963年和1964年的大水灾有关。以吴桥县为例，按照历年人口数及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数估计，1959年的净迁入人口与1960年的净迁出人口相等，1961年净迁出人口0.6万，1962-1964年净迁出人口1.5万。《吴桥县志》称，1959-1961年境内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当地群众外出谋生者很多。虽然没有提及1962-1964年外出人口，但1963-1964年的特大水灾不可能不导致人口外出。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河间府净减少人口6.7万。然而，按照上引五县的人口数据，三年间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0.3万。也就是说，作为河间府境13县样本的5县人口数据，与总体之间存在差距。仔细比较，此五县（包括1953年的建国县，后并入献县、河间间及天津府之沧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1964-1982年为16.5‰，较全府两个时段的平均水平略低。肃宁、宁津、任丘三县则分别为5.8‰和19.5‰，较全府平均水平略高。交河、泊头、阜城、东光四县合计，两个时段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5‰和15.5‰。前一时段的人口增长速度过低。此四县之间的政区变动十分复杂，但最终结果只是泊头并入交河，阜城的一个公社并入宁津。将交河与泊头合计，两个时段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7‰和16.4‰，接近于全府的平均水平。东光和阜城两个时段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2‰和14.8‰。由于宁津县1964年人口已经少于1953年，很难认为其中包括了划自阜城的一个公社。如果阜城、东光两县的人口数据没有错误的话，河间府境的规模性的人口死亡发生两县境内。河北省中部地区地少人多，县治密集，灾情大致相同，阜城、东光两县发生超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我对1964年河间府的人口数据持怀疑的态度。

根据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献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1万，河间0.2万，景县0.5万，吴桥0.7万，故城0.7万。由北到南，人口死亡的规模逐渐增加。河间府中部各县人口死亡规模可能平均为0.4万，北部各县则为0.1万，合计4.4万。

顺德府境包括邢台市、邢台、内邱、任县、南和、巨鹿、平乡、广宗和沙河。1953-1964年及1964-1982年，顺德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均为21.4‰，据此可知当地并无规模性的人口死亡。在已查阅的沙河、邢台、平乡、内邱、南和五部市县志中，沙河、内邱两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各0.1万，平乡县0.2万，南和县0.3万，邢台县无。
据此估计邢台县和邢台市以外七县皆有程度不等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合计约为1.4万。

广平府境包括邯郸市、峰峰矿区、邯郸、广平、威县、清河、鸡泽、肥乡、成安、磁县、永年和曲周。1953-1964年广平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9‰，1964-1982年为24.2‰。在所查阅的六种市县志中，广平县人口变动正常。邯郸县与邯郸市人口增长迅速，人口增长正常，应无非正常死亡。威县人口死亡最多，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0.8万，成安县约0.3万。曲周县记载不详。
以每县非正常死亡0.5万人口计，8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万。

大名府境辖七县：濮阳市、濮阳、大名、魏县、南乐、东明、清丰和长垣。七县之中，有四部县志可供查阅。大名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1964-1982年为18.2‰。从历年人口死亡率的记载看，大名县无规模性人口死亡。
魏县位于大名县以北，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7.7‰，似乎未经历过灾荒。东明、长垣、南乐三县1958-1961年的人口变动趋势相似，且东明、长垣两县有明确的人口死亡记载
，据此推测魏县、大名两县以外的其他六县皆有规模性的人口死亡。

东明、长垣、南乐三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3‰，1961-1964年为8.3‰。需要说明的是，在计算中，1964年长垣县数据中加入了划给封丘县2.1万人口。1961年以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偏低，在于1962-1963年大名府境内的大水灾。在东明县，1962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连降暴雨，累计降雨量近400毫米，受灾面积51万亩，倒塌房屋12790间，外出逃荒24218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6.7‰，破产渡荒的85371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90%。1963年8月1日至9月18日，连降暴雨，平均降雨量为260毫米，全县淹地127万亩，成灾104万亩，倒塌房屋32129间。
长垣县的情况与东明县相似，1962年，全县黄河淹地64万亩，成灾54万亩，塌房3.4万间，与1963年东明县灾情相当。北部的情况稍好，如南乐县，1962年的灾情是因1961年雨水过多，小麦播种脱期所致，1963年8月卫河决口，造成严重水灾，但只有5万亩耕地被淹，约占全县耕地总数的8.6%。
比较而言，南乐县的灾情要比东明、长垣两县轻得多。反映在人口数据的变动上，从1961年至1964年，东明县人口不增反减，长垣县略有增加，两县合计，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南乐县为13‰。加权平均，则为7.1‰。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大名府灾区五县人口净减少14.9万。以东明、长垣两县计，四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2个千分点，推及五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6.8万。四年中大名府五县共减少人口21.7万。不过，四年中，东明、长垣两县净迁出人口6.8万。由此推测，五县迁净出人口约17.3万。五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4.4万。按照各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东明县非正常死亡人口有1.6万，长垣县有1.3万，其他三县合计约1.5万。这一估计是合适的。

表14  1958-1961年河北省（含北京和天津）非正常死亡人口

增长率：‰，人口：万，比例：%
	府  州
	灾区
县市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58年
人口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61年
人口
	死亡
人口
	1958年
全府州人口
	死亡人
口比例

	　
	
	1953-1964
	1953-1958
	
	1964-1982
	1961-1964
	
	
	
	

	永平府
	11.0
	12.9
	15.6
	327.8
	14.2
	31.9
	320.5
	7.3
	327.8
	2.2

	宣化府
	12.0
	9.5
	15.0
	230.0
	14.3
	13.5
	227.5
	7.0
	223.4
	3.1

	遵化州
	4.0
	17.0
	10.6
	171.2
	14.6
	33.0
	170.6
	2.1
	251.0
	0.8

	顺天府
	14.0
	13.6
	14.7
	413.5
	15.6
	26.4
	414.6
	7.7
	986.3
	0.8

	承德府
	15.0
	22.6
	26.9
	437.1
	19.8
	19.4
	460.4
	6.4
	709.2
	0.9

	易州
	1.0
	14.3
	26.7
	16.8
	18.2
	18.3
	16.2
	0.1
	81.6
	0.1

	天津府
	9.0
	27.0
	11.4
	552.1
	8.1
	9.8
	621.0
	3.0
	552.1
	0.6

	保定府
	15.0
	8.9
	18.7
	369.1
	16.2
	19.0
	371.4
	4.0
	413.8
	1.0

	正定府
	6.0
	15.3
	24.5
	162.5
	14.6
	18.7
	160.6
	1.5
	380.1
	0.4

	赵州
	6.0
	12.2
	20.5
	128.9
	16.8
	13.4
	127.4
	3.0
	128.9
	2.3

	冀州
	6.0
	5.8
	13.8
	136.7
	13.4
	6.3
	133.0
	4.0
	136.7
	2.9

	深州
	1.0
	9.4
	11.3
	40.4
	9.0
	8.8
	42.0
	0.3
	90.2
	0.3

	定州
	2.0
	9.6
	9.3
	92.1
	16.0
	1.6
	97.6
	0.4
	105.7
	0.4

	河间府
	13.0
	3.0
	11.4
	329.0
	17.0
	3.6
	316.5
	4.4
	329.0
	1.3

	顺德府
	7.0
	18.1
	19.0
	108.9
	19.4
	29.5
	111.3
	1.4
	145.5
	1.0

	广平府
	8.0
	11.8
	26.9
	202.1
	18.4
	6.6
	192.2
	4.0
	269.9
	1.5

	大名府
	5.0
	4.7
	19.3
	220.0
	20.0
	7.1
	205.1
	4.4
	291.7
	1.5

	合计
	135.0
	
	
	3938.2
	
	
	3987.9
	61.0
	5422.9
	1.1


说明：1、遵化州包括丰润、丰南、遵化和玉田；顺天府包括密云、宁河、蓟县、宝坻、廊坊（安次）、三河、固安、永清、香河、大城、文安、霸县、涿县和武清；承德府包括宽城、兴隆、平泉、滦平、丰宁、隆化、朝阳、建平、凌源、喀左、北票、林西、建昌、阜新市、阜新和乌丹；易州包括涞源；保定府包括清苑、满城、完县、唐县、望都、雄县、容城、新城、束鹿（辛集）、安新、徐水、定兴、博野、安国和蠡县；正定府包括藁城、新乐、行唐、无极、获鹿和元氏；深州包括深县；定州包括定县和曲阳；顺德府包括内邱、任县、南和、巨鹿、平乡、广宗和沙河；广平府包括威县、清河、鸡泽、肥乡、成安、磁县、永年和曲周；大名府包括南乐、东明、长垣、濮阳和清丰；其余各府州包括所属全部。

2、大名府大饥荒时间发生于1958-1961年，其余各府均发生于1959-1961年。

无论从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量，还是从比例，河北省属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规模都不大。三年大饥荒中，河北、天津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61万。如果减去天津及隶属于河南及山东的大名府南部各县以及承德府东部各县，河北境内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50万。

依据《中国人口·河北分册》中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1959-1961年，河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45万
，虽较上文分析略少，但考虑到这一时期河北的政区小于上文划定的政区，可以接受。

15、河南

根据已经披露的资料，大饥荒中，河南省东南部的信阳地区，灾情最重，人口死亡最多。信阳地区包括信阳市和信阳、罗山、潢川、息县、淮滨、商城、固始、光山、新县，前三市县属于清代的汝宁府辖，后七县基本覆盖了清代的光州。今属安徽省的金寨县之一部分也属于光州。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53-1964年，光州境内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7‰，1964-1982年为25.4‰。
淮滨、固始、息县三县之间有政区交换，但均在一府之内，可以不加讨论。从1953年至1964年，光州境内人口不增反减，说明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巨大。根据各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数据，1953-1958年，新县、商城、光山、固始、息县、淮滨、潢川七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3‰，1960-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1‰，1964-1982年为24.9‰。
灾后四年人口增长速度仅略高于灾后18年。

在正常的情况下，灾后4年的人口增长速度应当大大高于灾后18年。这是因为，大灾之后，由于农村粮食、布匹供应政策的调整，农村人口有了迅速的增长。人口变动的这一趋势，同样反映在灾情较轻的其他地区。据此可知，光州七县的灾后人口数据存在问题。

商县的数据有伪。按照《商城县志》记载，1959-1960年商城县人口死亡率分别只有12.41‰和14.06‰，而1960年底较1958年底，人口净减少值却多达10万。不仅如此，同书记载1953-1956年，商城县人口死亡率在13‰-18‰之间，灾后人口死亡率则在32‰-53‰之间。果真如此，1959-1960年，商城县算不上有什么人口非正常死亡。净减少的10万人口应是外逃人口。实际情况不然。据《商城县志·大事记》，1959年3月，观庙乡共产党员许学富两次发电报给周恩来总理，反映观庙和汪桥管理区的78个食堂有74个先后断炊，导致饿死40多人等情况。是年10月，公共食堂相继停火，浮肿病人日益增多，饿死人现象普遍发生。
顾准所在的劳改队驻在商城，他的日记有关于当地人口的大量死亡的详细记载。
由此可以判定，商城县减少的人口，大多数死于饥荒，而不是逃亡。

光州境内灾后人口有虚夸的趋势。如1962年商城县人口增长率为66‰，息县为75.9‰，1961年光山县为80.6‰。是为浮夸。浮夸的后果是灾后三年数据无法与1964年数据对应。商城、息县1963年人口超过1964年，光山县1962年人口超过1963年。潢川县灾后最高人口增长速度出现在1962年，也只有39.3‰，属于正常值，然而，1963年人口超过1964年，表明大灾中的人口数据可能高估。

淮滨县1962年人口增长率高达87.9‰，并非人口自然增长所致，根据人口总数和自然增减人口推测，约有2.2万人口的净迁入。初，我以为是丹江口水库移民迁入所致，按照《南阳地区志》的记载，1959-1968年有大批丹江口水库移民迁入淮滨县。
然而，因技术原因，1962年丹江口水库停建，当年有大量外迁移民返迁，不可能有移民迁出。所以，淮滨县的数据是虚假的。

光山县灾后四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8.9‰，而其四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为46.5‰，即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完全由人口自然增长所导致。固始县灾后四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8.3‰，是因为其1961年人口竟然少于1960年。1961年固始县自然增长人口1.5万，总人口却减少0.7万，合计应有2.2万人口不知所踪。在大灾结束以后，仍有如此多的人口外迁，是说不过去的。息县灾后四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8‰，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算术平均数为39.3‰，差异太大。在确定灾后四年没有大规模人口外流的前提下，息县灾后四年的人口数是不真实的。潢川县灾后四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而四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却高达36.6‰。如果灾后四年的人口总数是正确的，就意味着四年中有大约3.5万人口的净迁出。事实上，潢川县1963年人口已经超过1964年，表明灾后人口总数是伪造的。商城县灾后四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7.5‰，无历年分类人口数据，原因不详。新县灾后四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5.6‰，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算术平均数为35.8‰，两套数据完全吻合。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计算，新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有0.4万，人口损失较小，数据准确。据此，将光州灾后四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35‰，应当不会高估。

采用《信阳地区志》中的数据，灾前、灾后两个时段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3‰和15.2‰，且1963年人口多于1964年，1964-1982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5‰。
信阳地区1954年人口增长率高达36.7‰。如果将1953年信阳地区人口数视作人口普查数，1953年中至1954年底人口增长率只有24.3‰，而1953-1958年信阳地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0.9‰，仍较光州七县人口增长速度略高。灾后4年人口增长速度低于灾后18年，不可相信。另外，将光州七县与信阳、罗山两县合计
，灾后四年九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8‰。如果将信阳市计入，十市县的人口增长速度接近28‰。也就是说，信阳地区所辖十个市县志所载灾后人口增长速度与《信阳地区志》是不相同的。尽管这十个市县中有若干县的数据已不可相信，但《信阳地区志》在虚假的数据基础上进一步加工作伪。

从1958年底至1960年底，光州境内净减少人口70.8万。商城县数据不确，不加引用，其余六县合计，1959-1960年，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6个千分点。推及全州，灾前人口还应增加4.9万。光州境内合计减少人口75.7万。
尽管现有资料表明，大饥荒期间，信阳地区的各级政府在交通要道口拦截灾民，使得灾情扩大，人口死亡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人口没有外流。在光山县，按照历年人口数和自然增减数推测，1959年有3.9万人口不知所踪。1961年和1962年分别有0.6万人口和1万人口不知何来。如果将不知所踪的人口当作净迁出人口，将不知何来的人口当作净迁入人口，即当作1959年外逃人口的回归，仍有2.3万人口无着落。在1959年净减少人口6.3万的背景下，是年自然减少人口只有2.4万，显然是不真实的。根据灾后回迁人数看，大灾期间，光山县只有大约1万人口的净迁出。根据同样的分析，新县两年中净迁出人口为1.2万，固始为0.5万，息县为零，而淮滨县净迁入0.6万。潢川县数据不可靠，不可用于分析，五县合计净迁出人口2.1万。假定商城境内有1万人口的净迁出，光州境内净迁出人口约3.1万，其中约有1万人口是政府组织的移民，迁往青海。
总计之，1959-1960年光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72.6万。

汝宁府境辖信阳市、驻马店市、信阳、罗山、确山、遂平、西平、上蔡、汝南、平舆、新蔡、正阳及大悟之一部分。信阳市、信阳县和罗山县属信阳地区，余属驻马店地区。从1953年至1964年，汝宁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9.3‰，1964-1982年为24.3‰，人口的死亡应有相当大的规模。

从1953年至1958年，信阳等11县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1961-1964年为22.5‰，1964-1982年为24.2‰。
1964-1982年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灾后三年或四年的人口增速，很不正常。仔细分析，至少有信阳、汝南、正阳、平舆、新蔡五县1964年人口少于1963年，令人怀疑。五县合计，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0.2‰，查各县县志所载灾后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平均值，信阳县为36‰，正阳为34.4‰，平舆为36.4‰，新蔡41.4‰，汝南为38.2‰，平均为37.4‰。差异相当大。按照上引《南阳地区志》所载，丹江口水库移民除去迁往淮滨县的2万余外，还有8万余迁至驻马店宿鸭湖一带，即迁入汝宁府境中的汝南、遂平、确山及其周边地区。也就是说，由于丹江口水库移民的不断迁入，灾后几年间，汝宁府境应是人口的迁入区而非迁出区，即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理应超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可惜的是，在信阳、汝南等五县，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

排除此五县，余六市县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9‰，1964-1982年为23.2‰。虽然两个时段的人口增长速度接近，但灾后四年的人口增长速度仍可能低估。例如灾后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算术平均值，上蔡县为36.1‰，罗山县为37.1‰，确山县为41.1‰，西平县为35.2‰。全部超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上述九县合计，灾后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为32.5‰。考虑到有相当数量的丹江口水库移民在灾后迁入，所以，将此值作为灾后三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可能低估，而不可能高估。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汝宁府境内净减少人口44.6万。以新蔡、正阳、平舆、上蔡、西平、罗山、汝南、确山、信阳九县计，三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3.7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1.4万，合计减少人口56万。各市县志均无迁移人口记载。按照历年人口总数和自然增减数，推测三年大饥荒期间，确山县净迁出人口约1.7万，新蔡县约1.5万，信阳县约1.4万，汝南县约1.3万，罗山县0.4万；上蔡县净迁入人口2.6万，正阳、西平两县净迁入人口各0.6万，平舆县0.5万。九县合计净迁出人口约2万。全府合计，全部净迁出人口不会超过3万。汝宁府境内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53万。

按照各县县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死亡率，新蔡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7.1万，上蔡县约7万，平舆县约5.6万，正阳县约5.3万，信阳县约5万，西平县和汝南县各约3.6万，确山县约1.7万，罗山县约1.6万，九县合计共约40.5万。时任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在一篇回忆中称，他在遂平县开仓放粮，“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
然而，《遂平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数据表明，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遂平县净减少人口5.1万，其中绝大多数人口属于非正常死亡。考虑到驻马店市和隶属于湖北省的大悟县部分的人口死亡，以及灾后人口增长速度偏低所导致的大灾中人口数过高造成的虚假，汝宁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完全可能达到53万。

大饥荒期间的信阳地区包括光州和汝宁府。一般的说法是，大饥荒中，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百万。如在上引资料中，张树藩估计饿死的人可能在20万-30万之间。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人到信阳地区进行三个月的调查，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张树藩估计的要多好几倍。据表15，光州和汝宁府两地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为125.6万，即可证明此说不虚。

南阳府境包括南阳市、南阳、邓县、桐柏、南召、西郏、镇平、内乡、淅川、社旗、唐河、新野、舞阳、叶县和泌阳。目前所能阅读的11种市县志分别为新野、南召、淅川、桐柏、邓县、唐河、西峡、镇平、内乡、舞阳和叶县。又阅得《南阳地区志》，其辖境包括南阳府境内南阳市、南召等14个市县，只有舞阳、叶县未在其中。
1953-1964年南阳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6‰，1964-1982年为22‰，应有较多的人口损失。

1953-1958年，新野等11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5.4‰。
作为对比，在《南阳地区志》所载数据中，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9‰，与新野等11县数据接近。查历年人口数、自然增减数，1956年有10.3万人口的净迁出，1957年有1.5万人口的净迁入，1958年复有2万人口的净迁出。《南阳地区志》称，1956-1959年，迁新疆、西藏、甘肃、青海区计10万余人。实际上，迁往西部地区的10.3万人口主要是在1956年迁出的。1957年和1958年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相等，大抵是外迁人口的回迁及再迁移。灾前南阳府境人口增长的速度不高，可于此得到部分解释。

新野等11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3‰。同期《南阳地区志》所载数据为11.7‰，更低。在《南阳地区志》中，1963年人口已经大大超过1964年，如果1963年数据为真，则1964年南阳地区有20万人口的净迁出。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由于丹江口水库出现技术问题，1962-1964年并无大量人口外迁，却有大量移民迁返。
所以，移民问题不是导致灾后三年人口增长速度过慢的原因。

《南阳地区志》中1963年人口超过1964年，使得数据作伪露出了马脚。1962-1963年，南阳地区人口增长率分别为30.5‰和14.2‰，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2.7‰和28.3‰。分县而论，这两年中，新野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6.7‰和31‰，南召县为27.6‰和25.5‰，西峡县为30‰和25.3‰，舞阳县为28.9‰和35.4‰，内乡县为24‰和24.9‰。五县合计，两年中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算术平均数分别为29.4‰和28.4‰。很显然，《南阳地区志》中有关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记载是正确的，1963年则是有意低估的。上述五县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约为23‰，依此计算，1962年至1964年，南阳地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7‰。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南阳府境人口净减少55.7万。三年大饥荒中，新野等五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均为2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5.8万，合计减少人口71.5万。在内乡县，1959-1960年净迁出人口0.5万。加上1961年的外迁人口，总数可能达到1万。按照历年人口总数和自然增减数推测三年大饥荒中的净迁出人口，新野县有2万，西峡县0.9万，舞阳县3.2万，内乡县0.4万，南召县净迁入人口1万。五县合计净迁出人口6.5万。《南阳地区志》称，1959-1961年，10多万农民相继流徙至湖北等省区谋生，有1年外出数月者，亦有灾后返乡者。舞阳、叶县不在南阳地区辖境，加上此两县，外迁人口理应更多。只不过，1年外出数月者，其户籍不为原籍所取消，也就不会当作移民看待。所以，谨慎地将三年大饥荒中南阳府境内的净迁出人口定为15.8万，应是合适的。如此，南阳府境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依照各市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三年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南阳市约0.1万
，新野县1.7万，南召县0.4万，内乡县3.4万，舞阳县0.9万，西峡县0.7万。按照平均值，南阳市不计，其他14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55.6万，平均每县接近4万。然而，上述资料所揭各县非正常死亡人口远远达不到平均值。原因何在？

依《南阳地区志》所载数据，1959年全区死亡人口29.5万，其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1万。1960年和1961年全区死亡人口分别为3.9万和4万，人口死亡率只有7‰，已属正常。然而，仅内乡一县，1960年死亡人口就多达23551人，加上新野县的18530人，两县死亡人口就多达4.2万，已经超过南阳地区包括内乡、新野在内的14市县的人口死亡总数。《南阳地区志》的数据编造，假得离谱。如果认为1960年的灾情与1959年相当，再加上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南阳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55.7万。

陈州府境包括周口市、淮阳、商水、扶沟、太康、沈丘、项城和西华。根据人口普查资料， 1953-1964年陈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5‰，1964-1982年为22.2‰。饥荒中的人口死亡也有一定的规模。在陈州府境八县，已经阅读西华、商水、淮阳、太康、沈丘五县县志，又有《周口地区志》，包括周口市、商水、太康、鹿邑、郸城、淮阳、沈丘和项城，其中鹿邑、郸城两县属于清代的归德府辖，而陈州府辖之扶沟、西华两县却不在其中。假定相邻区域的鹿邑、郸城两县的人口变动与陈州府境各县基本相同，那么，《周口地区志》所载仍可与县志的记载相互检验。

1953-1957年，西华等五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7‰，1960-1964年为16.9‰。
依《周口地区志》，两个时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7‰和21.6‰。
灾前人口增长速度没有大的差异，灾后差异很大。西华等五县合计，1963年人口超过1964年，周口地区也是如此，两套数据同样不可相信。从1961年至1964年，淮阳、太康、商水三县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23‰、20.3‰和18.6‰，总平均为20.6‰。依《周口地区志》，则为23.5‰，与西华等五县水平接近。西华等五县1964-1982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1‰，周口地区为23‰，两套数据相当接近。西华等五县灾后四年人口增长速度较低，原因在于1961年灾情停止，但人口自然增长率却相当低，太康县只有3‰。商水为3.9‰，淮阳只有7.6‰，周口地区也只有7.5‰。在其他地区，大灾结束后之后，人口迅速增长，似乎只有陈州、归德府境例外。本节依西华等五县数据确定灾前、灾后人口增长率。

从1957年底至1960年底，陈州府境净减少人口21.9万。太康、商水、淮阳三县合计，1958-1960年三年间，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6个千分点，依《周口地区志》，则超24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0.5万，合计减少人口32.4万。三年间商水县净迁入人口1万。根据历年人口和自然增减人口数推测，太康县净迁出1.5万，淮阳县净迁出2.3万，三县合计净迁出人口2.8万。三县人口占陈州府境人口总数的50.2%，推测全府境内的净迁出人口约5.6万。根据《周口地区志》，三年间迁往新疆、甘肃、宁夏、吉林等地的共有6.3万。考虑有人口之迁入，两套数据可以吻合。如此，陈州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6.4万。
以陈州府境八县计，每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3万。按历年人口死亡率计算，太康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有1.6万，商水县为0.8万，淮阳县1.5万。周口地区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5万。与《周口地区志》所载比较，太康等三县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也是偏低的。原因如上文所述，大灾中的人口数据均被高估，大灾中的死亡人口均有隐瞒。
归德府境包括商丘市、商丘、宁陵、睢县、永城、虞城、谷熟、鹿邑、郸城、夏邑、民权和柘城；除鹿邑和郸城两县外，清代归德府境其他10市县皆为商丘地区所辖，商丘地区辖境基本就是归德府辖境。依《商丘地区志》，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3‰
，而依夏邑、永城、虞城、鹿邑、郸城、商丘市和商丘县七市县志，则为26.2‰。另有民权、柘城两县因境域变动，灾前数据不可用。
 

从1961年至1964年，商丘地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9‰，且因1963年人口超过1964年，数字有假。《商丘地区志》还称，1962年至1974年，人口出生率陡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即是对自身数据的否定。按照灾后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的原则，推测1962-1964年商丘地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应当超过22‰。商丘县灾后数据不全，排除不计，其他各县合计，1963年人口超过1964年，1962年人口几与1964年相等，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9.3‰。更有甚者，其中永城县1964年人口甚至少于1960年，且建置沿革未见任何异常。《郸城县志》称：“1964年人口普查，数字比较准确，骤然下降原因主要是1961-1963年人口数字不够落实，有虚报现象。”鹿邑、郸城、柘城、夏邑、虞城五县合计，灾后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为27.2‰，超过商丘地区同一数值。以此计算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归德府净减少人口38.5万。鹿邑等五县合计，四年大饥荒中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31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5.7万，归德府境全部减少人口为54.2万。按照人口总数及自然增减数计算，四年大饥荒中，鹿邑等五县净迁出人口合计为3.1万，推及全府，净迁人口约5.8万。如此，归德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48.4万。

以此计算，归德府境每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有4万人。按照历年人口死亡率计算，如果以灾后人口死亡率当作正常死亡率的话，四年大饥荒中，鹿邑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4万。奇怪的是，灾前的1955-1956年，鹿邑县人口死亡率超过20‰，原因不明。依同样方法计算，郸城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万，柘城3.3万，夏邑2.5万，虞城1.6万。如上述，鹿邑、郸城两县不属商丘地区辖，虽然也存在数据之伪造，但程度要轻许多。

许州境包括许昌市、漯河市、许昌、郾城、长葛、襄城和临颖县。1953-1964年许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5‰，1964-1982年为17.2‰，两个时段人口增长速度接近，可见许州人口损失不大。查许昌、襄城两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1959-1960年两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为1万，郾城县1960-1961人口死亡率数据缺，只知1959年人口死亡率为14.7‰，偏高，1960年死亡率还应更高。
以许昌、襄城两县情况推及全州，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4万。如在汝州，境内五县，皆有市县志可查。根据各市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鲁山县非正常死亡人口1.7万，临汝县0.6万，郏县0.4万，宝丰县0.1万，汝阳县无。
四县合计2.8万。鲁山县人口死亡最多，《鲁山县志·大事记》称，1959年，出现饿死人现象，很多人患浮肿病和妇女子宫下垂病。1960年春，饥荒更甚。
其他县无类似记载。
开封府境包括所属开封市、开封、陈留、中牟、通许、尉氏、淆川、新郑、汜县、密县、荥阳、成皋、鄢陵、郑州市、郑县、兰封和禹县。根据人口普查数据， 1953-1964年开封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5‰，1964-1982年为20.5‰，人口死亡的规模不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开封市1953年人口为299098，而《开封市志》载为269098。
直到1958年，开封市人口均未超过29.9万，可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错误的。《郑州市志》所载包括郑州市、荥阳、中牟、新郑、巩县、登封、密县七市县，是1990年代的政区，简称为大郑州市，其辖区分别位于清代开封府西部和河南府东部地区。根据历年人口数计算，1953-1958年大郑州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7.9‰，而根据同书记载的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21‰左右。
大郑州市人口总数的快速增长，应与郑州市区人口的迅速增长有关。将大郑州市排除不计，开封市、尉氏、杞县、新郑、密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8‰。
之所以将灾前时间定于1957年底，是因为《密县志·大事记》称，1958年12月，白喉、浮肿、痢疾在全县发生，死亡9969人，其中浮肿为营养不良所引起。在新郑县和通许县，1958年人口死亡率也高于正常年份。

因政区变动，尉氏县1961年境域与1964年大不相同，其数据无法用于讨论。其他四市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1‰。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开封府境净增加人口12.4万。四年中，杞县、新郑、尉氏（含通许）三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1个千分点，开封市四年中的人口出生率超过人口正常死亡率约78.8个千分点。将杞县等三县作为开封境内各县代表，将郑州市四年中的人口出生率视同开封市，加权平均为40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2.7万。开封府境合计减少人口10.3万。

在中牟县，四年中的净迁出人口约0.8万。据历年人口、自然增减人口数推测，杞县净迁出人口3.4万，新郑县净迁出0.3万。以此推测，开封府境内各县净迁出人口约16.2万。大郑州市1959-1961年净迁入人口10.3万。按历年人口数和自然增减数进行推测，1958年净迁出人口5万，合计净迁入人口5.3万。1958年大量农民进城当工人，郑州市的人口迁入应当多于迁出，何至于有5万人口的净迁出？郑州市1961年较1960年净减少人口10.81万，是年人口自然增长498人，净迁出69995人，共有3.8万人口不知所踪。《郑州市志》卷五《人口》又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城市人口减少10万余，是因为国民经济调整，还有清退“大跃进”时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口和精减部分职工。
然而，这一人口的减少在人口总数中无法反映。按照同样方法推测，四年大饥荒中，开封市净迁入人口9.5万。尽管郑州市1958年人口数据存在一些问题，但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开封府境各县的人口迁出，大抵以迁入郑州和开封两大城市为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封府境的人口迁移可以不予考虑。也就是说，开封府境的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以此数为准，开封府境16个市县，平均每县有0.6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计算，在杞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5万，新郑县1.1万，通许县0.5万，中牟县为0.4万，开封市0.2万，郑州市（一市六县）只有3万。合计较平均值略少。大郑州市辖境中的河南府境内诸县灾情较轻，如果考虑这一因素，开封府境上述各市县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规模则可接近或达到平均值。《郑州市志·大事记》称，1960年，全市45个人民公社的12398个食堂中，69.6%缺粮，新郑、上街等已发现浮肿病人，人口开始外流。其余无记载。

河南府境包括洛阳市、登封、巩县、宜阳、孟津、洛宁、嵩县、渑池、新安、偃师和栾川县一部分。1953-1964年河南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4‰，1964-1982年为20.1‰，似乎没有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然查《栾川县志》、《孟津县志》，1960年和1961年，两县分别有0.3万和0.2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查《嵩县志》，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不少于0.1万。
《洛宁县志》载1958年人口为258332，1961年只有255282，将净减少人口当作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0.3万。1961年，宜阳县人口减少0.4万余，也可作同样估计。
渑池县同年净减少人口1.7万，有20村划归新安，不能确定是否经历非正常死亡。
伊川县人口呈增长状
，可能没有非正常死亡。登封、巩县属于郑州市辖，且两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均只有15‰左右，《登封县志》称，1960年全县浮肿病人共33771人，死亡440人，干瘦11239人。这是1960年的情况，不是全部。在巩县，1960-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有0.4万。其他年份记载不详。
估计六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2万。
陕州境包括陕县、灵宝、阌乡和滦川县的一部分。1959年陕县与三门峡市合并，1962年恢复，其境域似乎没有完全复原。1959年较上一年人口减少近4万，与此次政区调整有关。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1959-1961年，陕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3万，加上栾川县0.1万，合计约为0.4万。灵宝县1960-1961年数据缺，情况不明。卢氏县未经历灾荒。

卫辉府境包括新乡市、新乡、获嘉、辉县、汲县、考城、浚县、淇县、延津、封丘、滑县。卫辉府境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8.6‰，1964-1982年为22.8‰，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规模相当大。已经查阅汲县（卫辉市）、浚县、淇县、获嘉、新乡、延津、封丘七县县志和新乡市志，其中延津县政区变动大，数据口径不一，弃而不用。汲县等七市县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5.8‰，1961-1964年为37.3‰。

在前文研究过的所有市县中，从未见过如此多的县灾前人口增长率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进一步比较，1953-1964年，汲县等七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1.2‰，而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只有8.6‰。也就是说，作为样本的7市县人口变动幅度与卫辉府境11市县人口变动幅度不一致。进一步追究，获嘉市因1959年划出42村给辉县，导致在人口普查数据中，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8‰，而辉县则达30.7‰，两县合计为20.2‰，正常。新乡县和新乡市两县合计，1953年人口普查数为389981，而1953年统计数只有348000，年底人口少于年中人口4.2万，原因不明。按照人口普查数据，1953-1964年新乡县和新乡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0.1‰，而按照人口统计资料，则为42.5‰。比较而言，我更愿意相信人口普查数据。

排除新乡县和新乡市不计，汲县等五县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8‰。封丘县1964年5月从长垣县划入29个自然村，县志中未作统一的区划处理，故弃而不用，加上新乡县和新乡市，汲县等6市县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9‰。

以此测算，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卫辉府境净减少人口33.1万。新乡市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出生率高达88‰、78‰和52‰，不可信。浚县、获嘉、新乡三县合计，三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0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6.6万。卫辉府境合计减少人口39.7万。依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总数及历年自然增减人口数推测，浚县、封丘、获嘉三县合计净迁出人口9.05万，推测卫辉府境净迁出人口可能多达32.2万。据此，卫辉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7.5万。平均每县死亡0.7万。

依历年人口死亡率计算，三年大饥荒中，浚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9万，封丘县0.7万，获嘉县0.2万，三县合计，接近平均值。这一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彰德府境包括安阳市、鹤璧市、安阳、临漳、武安、涉县、林县、汤阴、内黄和邺县。1953-1964年全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9.9‰，1964-1982年为20.6‰。由于政区变动，将安阳市、安阳县、邺县、汤阴、鹤璧五市县合而计算，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964-1982年。1953-1964年人口增长速度低于1964-1982年的只有内黄、临漳两县。在安阳县，1961年人口的减少可能与59个村庄划归安阳市和鹤壁有关，而1959年的人口减少则可能是大饥荒的结果。
具体死亡人口不可得知。在临漳县，1961年全县死亡人口29922人，然而，是年全县净减少1630人。疑29922为2992之误。《临漳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全县全年人口死亡率比正常年高出两倍以上。
1960年全县死亡3810人，死亡率20.8‰，1957年全县死亡2795人，死亡率9.2‰，《临漳县志·大事记》所称是有根据的。只不过，这样一来，从1961年至1964年，临漳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2‰，就很不正常了。

《内黄县志》载有几个年份的人口以及另外几个年份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其中1960年人口少于1956年，且196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31‰。
人口的规模性死亡是显然的。按照1953-1956年内黄县人口增长率以及1953-1958年临漳县人口增长率推测，1953-1958年内黄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7‰。如是，则1958年内黄县人口多达38.6万，至1960年，内黄县人口净减少3.5万。人口死亡的规模相当大。依据武安
、安阳两县数据，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7‰，据此计算，临漳、内黄两县1961年底较1958年底净减少人口5.6万。以历年人口总数和自然增减数推测，临漳县有0.8万人口的净迁出，两县净迁出人口可能为2万，如此，两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6万。

《内黄县志·大事记》称，1959年，动员2.5万名民工到滑县、延津参加红旗渠清淤，工段20公里……因粮食少，民工多有浮肿病。1960年各大队设立浮肿病院，东庄公社饿死214名。其余不详。

怀庆府境包括焦作市、孟县、济源、沁阳、博爱、武陟、修武和温县。1953-1964年怀庆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1964-1982年为20.8‰。按照彰德府之计算方法，将1953-1964年人口增速较低，且增速大大低于1964-1982年的原阳、温县、孟县、武陟四县当作灾区县，其他则当作非灾区县。如在武陟县，1961年人口少于1957年，且1960年4月，何营一带，有1120余人因误食苍耳之苗中毒。由于抢救及时，没有造成死亡。
很显然，武陟县是灾区。在沁阳，三年大饥荒中，没有出现规模性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反映在人口普查数据上，1953-1964年沁阳人口年平均增长率22.9‰，1964-1982年只有18.2‰。根据沁阳、武陟两县数据可得灾前、灾后人口增长速度，并推得原阳等四县死亡人口。与彰德府的计算相同，怀庆府大灾中的出生人口不予计算，外迁人口亦不予计算。

表15  1959-1961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

增长率：‰，人口：万，比例：%
	府  州
	灾区
县市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58年
人口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61年
人口
	死亡
人口
	1958年
全府州人口
	死亡人
口比例

	　
	
	1953-1964
	1953-1958
	
	1964-1982
	1961-1964
	
	
	
	

	光州
	7.4
	-0.9
	19.3
	340.5
	25.4
	35.0
	269.7
	72.6
	340.5
	21.3

	汝宁府
	12.3
	9.3
	21.0
	505.1
	24.3
	32.5
	460.5
	53.0
	505.1
	10.5

	南阳府
	15.0
	6.6
	15.4
	744.6
	22.0
	27.0
	688.9
	55.7
	744.6
	7.5

	陈州府
	8.0
	11.5
	27.7
	414.4
	22.2
	16.5
	392.5
	26.4
	414.4
	6.4

	归德府
	12.0
	9.8
	26.2
	525.8
	22.4
	27.2
	487.3
	48.4
	525.8
	9.2

	许州
	7.0
	16.5
	21.0
	228.0
	17.2
	22.4
	225.4
	2.4
	228.0
	1.1

	汝州
	4.0
	20.7
	20.7
	158.5
	24.7
	24.7
	162.5
	2.8
	179.6
	1.6

	开封府
	16.0
	8.4
	18.8
	544.6
	20.5
	21.1
	557.0
	10.3
	544.6
	1.9

	河南府
	6.5
	22.8
	14.5
	179.9
	18.5
	23.4
	201.1
	2.0
	360.4
	0.6

	陕州
	1.5
	6.3
	27.6
	30.1
	17.8
	22.0
	29.3
	0.3
	92.7
	0.3

	卫辉府
	11.0
	8.6
	22.8
	347.1
	22.8
	29.9
	313.0
	7.5
	347.1
	2.2

	彰德府
	2.0
	11.9
	26.9
	69.5
	20.0
	27.7
	63.9
	3.6
	306.7
	1.2

	怀庆府
	4.0
	10.3
	21.9
	113.8
	18.3
	30.8
	104.9
	8.9
	216.3
	4.1

	合计
	106.7
	
	
	4201.9
	
	
	3956.0
	293.9
	4805.8
	6.1


说明：1、汝州包括宝丰、鲁山、郏县和临汝；河南府包括登封、巩县、宜阳、孟津、洛宁、嵩县和栾川县一部分；陕州包括陕县和滦川县的一部分；彰德府包括内黄和临漳；怀庆府包括原阳、武陟、温县和孟县；其余各府州包括所属全部。

   2、光州、南阳两府人口死亡主要发生于1959-1960年，汝宁、汝州、开封、陕州、卫辉、彰德和怀庆七府人口死亡主要发生于1959-1961年，陈州、许州、河南三府主要发生于1960年，归德府主要发生于1958-1961年。

光州境内人口死亡最多，南阳、汝宁、归德府境次之。就人口死亡的比例而论，光州死亡人口最多，超过全州人口的五分之一，汝宁、归德、南阳府境次之。总起来看，豫东南地区的人口死亡规模远远大于豫西北地区。
《中国人口·河南分册》记载1959-1961年河南省人口分别为4979万、4818万和4830万
，1960底较1958年底人口净减少161万。根据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河南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180万。这一结果与本文分析所得河南全省293.9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相比，相差太多。另外，陈一咨称河南死亡人口多达780万，绝对是高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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